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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純馬來亞化」與「現代主義」 

評《〈蕉風〉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》 

1薛艷 

林春美（著）《〈蕉風〉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》。臺北：時報文化

出版公司，2021。240 頁。ISBN 9789571388328（平裝） 

林春美的《〈蕉風〉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》，列作為「浮羅人文系列」之

一，今年四月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。全書收錄八篇論文，皆以《蕉風》為

研究對象，亦可稱作《蕉風》研究專著。其中除〈想像方天，以及他的時

代〉寫於二○○○年外，其餘七篇均為近十年所作。 

林春美對《蕉風》的研究熱忱，可由其履歷窺探一二。林春美，馬來

西亞檳城人，現任博特拉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《蕉風》是馬來西亞「出版

歷史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」，在馬華文學場域扮演重要角色。林春美以

馬華文學研究者身份關注《蕉風》，可謂順理成章。而持續數年潛心《蕉

風》研究，則與其曾任《蕉風》編輯的經歷密不可分。本書所呈現的《蕉

風》研究，即是林春美在此雙重身份下展開。 

本書〈緒言〉提及近年學界對《蕉風》的研究脈絡，主要有兩條主線，

一條為冷戰論述，另一條則集中在對現代主義的探討。前者以檳城報人謝

詩堅，臺灣學者陳建忠、王梅香等論述為主，主要討論友聯的政治背景，

以及美援文化對《蕉風》編輯方針與文學生產的影響。後者以張錦忠、方

桂香等人的論述為主，討論《蕉風》擴散現代主義浪潮的編輯策略。綜觀

全書，雖然是八篇獨立論文，實則有其明晰結構，即以《蕉風》所倡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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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純馬來亞化」與「現代主義」這兩條軸線貫穿，來對應冷戰論述與馬華

文學史書寫。 

《蕉風》創刊於一九五五年，初期定位為「純馬來亞化文藝半月刊」。

本書前三篇論文，即圍繞「純馬來亞化」展開討論。在新千禧年的〈想像

方天，以及他的時代〉中，林春美顯然以「前《蕉風》編輯」的身份去想

像同樣是《蕉風》編輯的方天：「我們後來提起《蕉風》，一般上比較傾向

於把重點放在它的『純文藝』上。但是在方天時期，《蕉風》反覆強調的

卻是『純馬來亞化』」(36)。林春美推測方天編輯時期為創刊號至第十八

期，該時期《蕉風》大力提倡「純馬來亞化」。至於方天為何會標榜「純

馬來亞化」，林春美認為一方面與《蕉風》屢屢提出的現實性有關，所謂

現實即馬來亞。其次則論及國家認同，《蕉風》創刊的年份，恰是「落在

本地意識騰漲、愛國主義文學提倡的時期」(38)。不過，林春美此時仍無

法解釋「為甚麼新客方天以及他的《蕉風》同仁會對所謂的『時代的召喚』

那麼有感應」(38)。到了寫作〈獨立前的《蕉風》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〉

（二○一一年）與〈非左翼的本邦：《蕉風》及其「馬來亞化」主張〉（二

○一四年）時，林春美才給出答案。這時，友聯與《蕉風》的政治背景已

經浮出水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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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蕉風》由香港南來文人創辦，早在創辦初期，就有刊物暗示《蕉風》

接受美援。對此傳聞，《蕉風》早期執編者均諱莫如深。直到二○一四年，

香港文化人整理口述歷史《香港文化眾聲道》（第一冊，盧瑋鑾、熊志琴

編著，三聯書店出版）面世，書中提到友聯背景，坐實友聯接受美援及反

共背景的傳聞。這可能為友聯帶來不少道德指控，《蕉風》為友聯在星馬

印行的重要刊物，自難以置身事外。因此林春美對《蕉風》創刊初期「馬

來亞化」的定位調整了論述方向，明確道出：「在冷戰的年代，『馬來亞化』，

其實可以是保住『自由世界』不向共產中國傾斜的文學主張」(53)。 

此外，林春美進一步擴充「純馬來亞化」的意涵。在《獨立前的〈蕉

風〉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》一文中，作者指出獨立前《蕉風》刊登「過量」

非中文文學的篇目，包括馬來人及印度人的民間傳說、宗教信仰等，但皆

不出於以馬來亞為背景的框架。而由這些篇目「廣泛涉及馬來亞另外兩大

族羣與原住民的內容看來，《蕉風》的『純』馬來亞文藝之大纛，其實是

建立在對馬來亞社會族羣與文化多方面的『多元』性質的認知，及對其的

渴求理解之上」(83)。「純馬來亞化」延伸出另一重意涵，即通過區分「馬

來亞化」與「馬來化」，廓清馬來亞內部華人與馬來人並非從屬關係。 

《蕉風》的現代主義，是繼「純馬來亞化」之後的另一面旗幟。本書

的〈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啟始〉以下四篇皆討論《蕉風》的現代主義編輯

方針。林春美將白垚與黃崖看作「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推手，同時也

是促成《蕉風》純文藝轉型的關鍵人物」(28)。〈身世的杜撰與建構：白垚

再南洋〉與〈黃崖與一九六○年代馬華新文學體制之建立〉分別以白垚、

黃崖為個案，考察《蕉風》編輯方針對馬華現代文學生產的作用。白垚提

倡新詩再革命，黃崖大力提倡現代小說。在黃崖的推動下，小說在一九六

○年代的《蕉風》獲得最大發揮空間(29)。〈張寒與梁園：一九六○年代

《蕉風》「現代派」的兩個面向〉與〈《蕉風》吹到大山腳：—九七○年代

小說敘事〉二文則論《蕉風》對馬華現代主義小說生產的影響。 

論者通常認為《蕉風》的現代主義起點是一九五九年《蕉風》第七十

八期的改革，白垚以凌冷為筆名發表的〈新詩的再革命〉為改革的重要文

論。林春美認為以此作為《蕉風》現代主義的起點是誤解，並通過溯源馬

華文學「第一波現代主義」，指出白垚的新詩再革命乃是「一種對自由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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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訴求」，其實質是友聯所提倡的「人本主義」。〈新詩的再革命〉一文，

只是「機緣巧合地刊行於改革號上，不只耐人尋味地深化了改革的意涵，

亦讓一九五九年權宜性地成為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理想的起點」(101)。

通過白垚新詩再革命的五點意見，移植而非繼承中國文學傳統、廢除格律

與韻腳等，可見白垚新詩主張旨在「改革」，其側重點為精神的革新，而

非「現代文學形式」的轉換，故林春美認為不應以〈新詩的再革命〉作為

馬華現代主義肇始點。 

至於馬華現代主義究竟起於何時，本書選擇擱置，而集中於探討這批

現代派作者具體面貌。白垚，一九五七年自香港南來新加坡，參與以「反

共為目標的文化工作」(104)，兩年後即在〈新詩的再革命〉宣稱：「我不

會忘記自己是華人，我也知道我是馬來亞的華人」。林春美認為白垚身份

認同的急遽轉變，體現的是「友聯的集體政治主張」(109)。「我」並非白

垚，而是「久居此地的華人共同體之代言」(110)。現代派的身份首先從杜

撰開始。一九五七年，白垚南來的年份，恰逢馬來亞聯合邦成立，且英政

府有意將新加坡併入馬來亞。白垚身處異國他鄉，直接摒棄「去國懷鄉之

思」，轉而高呼「我們華族後裔」要向馬來亞「盡忠」(110)。白垚試圖杜

撰一個熱情擁抱馬來亞的羣體形象，其背後暗含強烈的政治意圖，即上文

所述「馬來亞化」主張的目的之一：反共。 

黃崖，自一九六一年主編《蕉風》，至一九六九年結束，主導了《蕉

風》整個六○年代的編輯方針與文學品味。林春美指出黃崖編輯《蕉風》

時期，重心落在為馬華文學體制建立規範，旨在「排除掉文學的政治功能，

確立文學的自主法則」(140)，「明確主張文學歸屬藝術範疇，不應受政治、

道德等任何外在力量干預」(141)。所以一九六○年代的《蕉風》出現兩個

重要特質，「一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引入，二是作為『純文藝』刊物的定位

調整」(144)。現代派的身份逐步明朗。 

一九六二年，在黃崖的推動下，海天、荒原、新潮三青年文學社分別

於北馬、中馬、南馬成立。海天社的梁園、荒原社的張寒，是其中翹楚。

兩位青年小說作者勇於反覆探索多樣題材與多重寫作手法。梁園將書寫

伸向華巫關係，並嘗試現代技巧，其「發表於一九六三年的〈雷聲〉，是

《蕉風》較早期出現的『意識流』小說」(176)。張寒的創作，則觸及情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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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異等面向，同時亦使用「意識流」寫作手法。林春美認為以梁園與張寒

為代表的現代派書寫，均在於「有意無意地顯示了與『傳統』的割裂」，

該「傳統」並非中國文學傳統，而是「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」(184)，

故「現代派」的出現「大抵是政治倫理定義的結果」(185)。 

大山腳作家羣於一九七○年代湧現，代表作家如宋子衡、陳政欣、小

黑、菊凡等。大山腳對岸的城市檳城有《學生周報》學友會，海天社與海

天書店也設在居林；文學社團、書局、出版社等相繼落地於大山腳周邊，

為大山腳作家羣提供豐沛文學養分。林春美認為大山腳作家展現出「對於

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與技巧的熱情擁抱」(212)，論述重點則落於大山腳作

家小說敘事中的困境書寫，諸如經濟的困窘、現代化的落差、體制的敗壞、

存在的虛無等。從而指出大山腳小說敘事以「昏暗的、陰鬱的」(192)的色

澤「折射了一個年代的集體心靈氛圍」(212)。本篇以複踏式的困境敘述，

渲染出七○年代整體華人的生存境遇，曲折而隱晦地指向幽暗處的困境

肇因——發生於一九六九年的「五一三事件」。彷彿又回到本書「冷戰敘

述」的起點，一個需要隱匿的事件再度發生。 

本書題為《〈蕉風〉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》，重點在於勾勒《蕉風》以

非左翼立場下所影響的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面貌。書中並未闡明「非左翼」

概念，但從林春美對大山腳作家羣的論述中，可知《蕉風》的「非左翼」

文學至少分為「非左翼南來文人」與「非左翼本土文人」兩個時期。本書

「非左翼」論述主要集中於「非左翼南來文人」時期，對於「非左翼本土

文人」著墨不多。或許我們可以期待林春美關於後者的論述。 

馬華文學的肇生及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，顯見於本書頻密出現的「政

治性」措辭。在馬華文學場域中，左翼文學出現較早。相應地，也較早貼

上「政治功利性」。一向標榜「純文藝」的《蕉風》，近年因友聯背景的浮

現而深陷政治洪流。隨之《蕉風》相關論述，多被套上冷戰框架。這是林

春美的反思之處，「冷戰結構、美援文化是否是文學生產唯一可能的、抑

或最合理的解釋？」(23)林春美通過對友聯編輯團背景的爬梳，指出友聯

實質是鬆散的，其之所以結盟，是由於相同的「反共」立場，故「以友聯

的『集團』本位，特別是它與亞洲基金會之間的關係，來解釋每一階段《蕉

風》的編輯方針與作品特色，卻顯然不是理想的做法」(159)。這給《蕉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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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者敲響警鐘，以冷戰敘述研究《蕉風》，首先應分辨其是否適用。 

方修是本書出場的為數不多的左翼代表人物。在方修主導的馬華文

學論述中，馬華文學的傳統首先被定位為現實主義。《蕉風》自六○年代

即提倡現代主義，此舉被視為與現實主義的對峙。故在方修不同時期書寫

的馬華文學史以及所編纂的《馬華新文學大系》中，很難看到《蕉風》及

其作者作品的身影。透過本書，林春美則有力地定位《蕉風》為「馬華文

學史精萃的資料庫」(15)；書寫與研究馬華文學史，不能不提《蕉風》。從

林春美的論述中，我猜測她亦將《蕉風》薪火賡續、維護《蕉風》文學非

功利性，視為志業。當文學不再是服務政治的手段，而將目的還原並忠誠

於自身。或許這才是文字的有效力量。 


